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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运作
———重论费孝通的双轨政治
周丹丹 李若晖
(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厦门 361005 ;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厦门 361005 )
【摘 要】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勾勒了古代中国的权力关系及社会结构。通过对国家及地方权力运行
轨迹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他强调自上而下的单轨止于县衙。而就双轨政治中的另一轨即自下而上的轨道
而言，他充分强调了士绅在基层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关于自下而上的轨道如何具体运作未及充分论
述。本文着眼于费孝通双轨政治中自下而上的轨道，从秦至清郡县制时代中的封建、世族和乡谊组织入
手，考察古代中国地方力量如何通过对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既阻隔皇权直接渗透到基层，又伸张民
权，将民意上达至国家层面，从而贯通并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由此，试图补齐费孝通双轨政治中
存而未论的自下而上的轨道，使之成为其所期望的“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从而也加深我们对
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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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上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书中就
中国古代社会专制皇权和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提出“双轨政治”的概念①，试图“从政治的角度里去
认清我们乡土社会的结构”。②在其所编的《皇权与绅
权》中，又进一步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这两种权力
怎样合作和冲突”③进行了探讨。双轨即国家权力从
中央抵达地方的自上而下的轨道，和地方权力自下而
上影响皇权的轨道。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可谓韦伯
意义上的“理想型”概念，因而在国家治理中，他期望
的是“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政治双轨格局。
费孝通充分阐述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并强调
“自上向下的单轨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
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④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
结构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个层面，表面上我
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
命令，“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
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⑤自下而上与
自上而下的轨道的转换域在县衙门与每家大门这两
道门之间。正因为如此，“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
一段情形”，在他看来是“最有趣，同时也是最重要
的”。⑥而承担起政治轨道转换的社会结构性力量，
“就是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绅士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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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切社会关系: 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
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① 但其论至此戛然而
止，他对自下而上这一政治轨道没有再深入论述。
相较于费孝通提出的其他经典概念和研究范式，
如差序格局和社区研究等，目前学界对双轨政治的关
注和探究稍显不足。中国古代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
制和管理，是历史学界一直以来研究的关注点之一。
从制度史层面来看，国家正式制度的设置与国家对地
方的控制强度和渗透程度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目
前，学界对双轨政治的关注仍多集中在自上而下的政
治轨道，如鲁西奇在近期的研究中关注王朝国家如何
实现对乡村民众与地域的控制，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
将乡村民户纳入控制体系。② 由于费孝通对县衙门与
每家大门这一转换域的强调，社会学界有将其双轨政
治解读为“皇权不下县”这一命题的趋势。“皇权不
下县”是温铁军于上世纪 90 年代所总结的，胡恒在
《皇权不下县? 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一书
中，专门就此命题进行了探讨与辨析，并指出清代乡
村并非“是一个皇权远离、绅权统治的区域”。③可见，
对费孝通双轨政治的研究在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方
面还有诸多探讨空间，而在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方
面，学界未能就此做出进一步的深入论证和研究，这
一轨道如何具体展开未及充分论述。
历史社会学致力于回到中国历史之现场并运用
中国历史之古典分析范畴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基于
此进而认识当代中国。以此视域来审视双轨政治，需
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并还原历史现场，在国家治理的整
体框架下审视传统政治权力的力量角逐，充分考量专
制皇权渗透及治理地方社会的能力及其限制，并在历
史的细微之处爬梳自下而上的权力脉络及诸权力之间
关系的种种可能性，由此形成对中国古代国家整体治
理状况与权力格局的全面而真实的认知。本文即考察
古代中国秦至清郡县制时代中地方力量的诸种形式，
分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央权力如何竭力将地方力量
纳入王朝制度之中; 而与此相应，地方力量则对国家正
式制度进行非正式化运用，阻隔皇权渗透到地方并伸
张地方权益，由此贯通并实现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
二、封 建
秦始皇灭六国，称皇帝之后，尽废封建，行郡县，
建立了一个从皇帝直到编户齐民的严密管控体系。
张忠炜认为，“秦汉延续、完善战国时代以来所形成的
郡县制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政治形态来看，郡、县是中
央集权下的地方政府，以贯彻、实施国君意志为主要
职能，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性; 从辖土构成来看，郡、县
的管辖范围，特别是县的辖区，不再局限于城邑及其
四周地区，不再以城市为中心，而以农村为主，城邑不
过是衙署所在地而已; 从政区划分来看，地缘关系确
实有很大发展，并以地缘因素掌握人力资源，但基层
社会的秩序仍多仰赖血缘关系来维持。这三重变化
揭示出了郡县制的意义: 国君通过对郡县的统治，不
仅空前强化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也通过地方行政而使
权力支配于编户齐民”。④ 当时之人曾比较周秦之变
对基层社会造成的影响。《韩诗外传》卷四云: “古者
八家而井。……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
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
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今或不然。令民相
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
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多，于仁
道泯焉。”⑤
但是即便在郡县制时代，封建并非就此绝迹。吕
思勉即以为，“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之大反动凡四”: 一
为秦末陈胜、项羽等人之称王与封王，以致楚汉争雄，
五年而定; 二为汉初分封诸侯王，卒有七国之乱; 三为
西晋诸王皆置兵选吏，乃成八王之乱; 四为明太祖封
王诸子，遂兴靖难之役。⑥ 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
看，封建制打破了“全国一盘棋”，阻隔了中央政令直
达地方，最有利于形成多元格局，保护民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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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一执念，即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天下之天下也”。① 天子不以天下为一己之私的主要
方式，就是封建诸侯。鲁昭公二十六年 ( 公元前 516
年) ，王子朝派人遍告天下诸侯曰，周初“并建母弟以
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② 汉人无疑继承
并认同了这一观念。《白虎通德论·封公侯》曰: “王
者始起，封诸父昆弟，与己共财之义，故可与共土。”③
从兄弟共财的角度认为分封“诸父昆弟”，就是表示可
以同自己共财，所以可以共享土地。汉人对秦行郡县
的评价即是:“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④
当刘邦与项羽争天下之时，刘邦在广武数项羽之罪，
其八为:“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
梁楚，多自予。”⑤项羽死后，群臣请尊汉王为皇帝，皆
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辙裂地而
封为 王 侯。大 王 不 尊 号，皆 疑 不 信。臣 等 以 死 守
之。”⑥称帝后，“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
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
高起、王陵对曰: ‘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
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
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⑦
秦攻占六国之地后，秦国占领军即强行在旧六国
地区推行秦律，以致与当地风俗习惯形成对抗。睡虎
地秦简《语书》中，秦之南郡守腾就此宣示: “廿年四
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 古者，民各有
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
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法
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法律令者，以
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今
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泆之民不止，是即
废主之明法也，而长邪淫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
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
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知之，毋歫于罪。”⑧其时距离
秦将白起拔郢设立南郡已半个世纪，秦律与楚俗之间
的对抗仍然相当激烈，可见楚人一定极其不适应秦律
的管束。秦律之苛细严酷，甚至连秦人都难以忍受。
刘邦入关，召诸县父老豪杰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
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⑨
高祖称帝，徙齐王韩信为楚王，曰: “齐王韩信习
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瑏瑠这固然有基于汉初政
治形势的考虑，但是诏书明确以“习楚风俗”为理由，
显然就是允许王国之内因俗而治。封长子刘肥为齐
王的情形也与此相似: “子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
能齐言者皆属齐。”瑏瑡《史记》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
家》司马贞《索隐》:“谓其语音及名物异于楚魏。”瑏瑢可
见正是为了保障因俗而治。与因俗而治相应，汉初的
诸侯王得自行任命属官和颁布律令。《汉书》卷一下
《高帝纪》十二年三月诏曰: “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
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
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
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
主……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瑏瑣甚至王国
自命职官之中，还保留了六国旧官名。《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义陵侯吴程“以长沙柱国侯”，
义阳侯灵常“以荆令尹汉王五年初从”瑏瑤，“柱国”、“令
尹”皆先秦楚国官名。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汉初王国
律令，但正如宫崎市定所言:“汉朝几乎原封不动地继
承了秦朝的法律及各项政策。所不同的是，汉朝限定
了法律使用的地域范围，只在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县内
推行，郡县以外的地区则分封诸王，而王国范围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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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允许实行几乎是完全的自治。”①诸侯王既不用汉
法，故可自出国政，颇有利民者，如吴王濞即“居国以
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②，胶西于王
端也“令吏毋得收租赋”。③ 正因为王国因俗而治，于
是风俗也可以成为抗拒皇命的借口。《后汉书》卷六十
四《史弼列传》:“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
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
却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
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
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
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
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
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④
汉初诸侯封建之局在皇权的打击之下逐渐萎缩。
《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 “高祖时诸侯皆赋，得
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
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
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
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⑤
但从民众的角度而言，他们更希望生活于诸侯治
下而非郡县之中。陈苏镇研究得出，刘邦在消灭异姓
王的过程中，起初仍坚持推广郡县制的设想。但自燕
王臧荼反叛后，刘邦开始改变东方政策，由被动地接
受异姓王变为主动封立同姓王。尤其赵、齐等地置为
郡县便群起叛之，封为王国之后便获得安定———即便
赵王、齐王仍然是刘邦所封。陈氏指出:“秦以郡县治
东方，用秦吏奉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涤俗’，结果
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
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而在
刘邦重建帝业的过程中，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
又一次显现出来，且仍以楚、齐、赵三地最为明显。由
此我们看到，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
文化布局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建立汉家帝业，一
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
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历
史对刘邦的苛刻要求，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
层背景。”⑥
三、世 族
西汉儒学兴起之后，在乡里逐渐形成儒学家族，
其特征为经礼传家、聚族而居，尤其是能以儒学团聚
乡里，为乡里所宗奉。《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列
传》的樊氏一族可谓西汉末年儒学家族的代表:“樊宏
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为乡里著姓。
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
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而赈赡宗族，
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
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
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
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⑦同居共财，是其立族
之本; 以货殖经营农稼，富甲一方，使其得以雄于乡
里。但是樊重并未仗势欺人、鱼肉乡里，而是重义轻
财，赈赡宗族，恩加乡闾。这样的家族在乱世更显其
可贵:“王莽末，义兵起，刘伯升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
阳，城守不下。赐女弟为宏妻，湖阳由是收系宏妻子，
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阳军帅欲杀其妻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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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以下共相谓曰: ‘樊重子父，礼义恩德行于乡里，虽
有罪，且当在后。’会汉兵日益，湖阳惶急，未敢杀之，
遂得免脱。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 ‘书生
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
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
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
宏仁厚，皆称曰: ‘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
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
特进，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长罗侯。”①周旋悠游于
各派势力之中，不但自身毫发无损，而且还能以其财
力与威望组织乡人，缔造和指挥一支军队，保境安民，
蔽翼乡民。
如果说两汉之际的动乱时间过于短暂，还不足以
充分展示儒学家族的内蕴力量，那么从东汉末年直至
唐初的 三 百 年 间，则 可 称 得 上 是 儒 学 世 族 的 壮 阔
舞台。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右北平无终人田畴“率举宗
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
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
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
之主。’皆曰: ‘善。’同佥推畴……畴乃为约束相杀
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
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
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
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②
这已经不止于保境安民了，完全可以视为以家族为基
础自行建国。其“国家”之中，政府法律、文教外交，一
应俱全。虽无王侯之名，而有建国之实。
如樊重、田畴一类人物，在当时乡里获得极高清
誉，即可由“乡举里选”而走上仕途。顾炎武《日知
录》卷十七“清议”条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
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
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
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
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
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 论定于乡，而
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
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③
汉代乡举里选使得普通乡里之民得以推择为吏，《后
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永初二年九月庚子诏: “王国
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
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
公府通调，令得外补。”④由于当时官吏尚未分途，颇
有举为小吏，而终至三公者。如张禹至长安学经，既
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后于河平四年为丞相，
封安昌侯。⑤
乡里的杰出人物，在和平时期可通过乡举里选由
小吏上升为三公，战乱时期则往往成为领袖人物，组
织军事力量，保境安民。《晋书》卷八十八《孝友列
传·庾兖传》:“兖诸父并贵盛，唯父独守贫约。兖躬亲
稼穑，以给供养，而执事勤恪，与弟子树篱，跪以授条。
兖前妻荀氏，继妻乐氏，皆官族富室，及适兖，俱弃华
丽，散资财，与兖共安贫苦，相敬如宾。岁大饥，藜羹
不糁，门人欲进其饭者，而兖每曰已食，莫敢为设。与
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险，序长幼，推易居难，礼无违者。
抚诸孤以慈，奉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义方，使长
者体其行，幼者忘其孤。其友叹曰: 古有亮直之士，君
近之矣。君若当朝，则社稷之臣欤! 君若握兵，临大
节，孰能夺之! 方今征聘，君实宜之! 于是乡党荐之，
州郡交命，察孝廉，举秀才、清白异行，皆不降志，世遂
号之为异行。齐王冏之唱义也，张泓等肆掠于阳翟，
兖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曰: 今日之主非君
而谁! 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
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
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
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及贼至，兖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
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
退，如是者三。时人语曰: 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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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庾异行乎!”①
当时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路朝廷，无力实质性控
制地方力量，只能任命愿意表示臣服的各地世族首领
为地方长官。《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列传》: “高
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侠有风神，
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荣作乱于燕赵，朝廷以翼
山东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几，贼徒愈盛，翼
部率合境，徙居河济之间。魏因置东冀州，以翼为刺
史，加镇东将军、乐城县侯。”②翼子昂亦为冀州刺史:
“后废帝立，除使持节、冀州刺史以终其身。”③
由终身再进一步，则是世袭。《周书》卷四十四
《泉企列传》: “泉企字思道，上洛丰阳人也。世雄商
洛。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
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
本县令，降爵为伯。企九岁丧父，哀毁类于成人。服
阕袭爵。年十二，乡人皇平、陈合等三百余人诣州请
企为县令。州为申上，时吏部尚书郭祚以企年少，未
堪宰民，请别选遣，终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诏
曰:‘企向成立，且为本乡所乐，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
限。’遂依所请。”其子元礼又拜卫将军、车骑大将军，
世袭洛州刺史。元礼战死，弟仲遵袭洛州刺史。仲遵
死，“子暅嗣，起家本县令，位至开府仪同大将军”。④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保定三年九月甲子，“初令
世袭 州 郡 县 者 改 为 五 等 爵，州 封 伯，郡 封 子，县 封
男”。⑤ 由此可知地方守令世袭之多。
而这些世族担任地方长官的政治资本，也就是他
们的声望和凭借声望招集的乡兵部曲。如泉企作战，
即用乡兵:“萧宝夤反，遣其党郭子恢袭据潼关。企率
乡兵三千人拒之，连战数日，子弟死者二十许人，遂大
破子恢。”其后，“齐神武率众至潼关，企遣子元礼督乡
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御之。齐神武不敢进”。⑥《周
书》卷四十三《魏玄列传》:“及魏孝武西迁，东魏北徙，
人情骚动，各怀去就。玄遂率募乡曲，立义于关南……
自是每率乡兵，抗拒东魏。前后十余战，皆有功。”⑦
于是不失众心，便成为世族长保其位的基本要
求。《周书》卷三十六《司马裔列传》: 大统十五年，
“太祖令山东立义诸将等能率众入关者，并加重赏。
裔领户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裔。裔固辞曰:‘立义之
士，辞乡里，捐亲戚，远归皇化者，皆是诚心内发，岂裔
能率之乎! 今以封裔，便是卖义士 以 求 荣，非 所 愿
也。’太祖善而从之。授帅都督，拜其妻元为襄城郡公
主。”周太祖本想封司马裔以爵位，就将其所率千户作
为食邑。但司马裔予以婉拒，就是充分考虑部众感
受。此后司马裔征战一生，也正是依赖这批乡兵，史
称“裔性清约，不事生业，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
之日，家无余财。宅宇卑陋，丧庭无所，有诏为起祠堂
焉”。⑧所谓“散之亲戚”，实即分发乡党。对于乡人游
客的抚养赈赡，与其招率乡豪，乃是一体两面、相辅相
成的。《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列传》: “卢文伟，
字休族，范阳涿人也。为北州冠族。及北方将乱，文
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赈赡，弥为乡里所
归。时韩楼据蓟城，文伟率乡闾屯守范阳，与楼相抗。
乃以文伟行范阳郡事。防守二年，与士卒同劳苦，分
散家财，拯救贫乏，莫不人人感说。尔朱荣遣将侯深
讨楼，平之，文伟以功封大夏县男，邑二百户，除范阳
太守。”⑨这是典型地由赈赡乡里而得以组织乡兵，保
境安民，继而获任为本郡郡守，拥有政治地位。进而，
世族泽被乡里使其有能力重建当地社会秩序，这也正
是担任地方官最为重要的条件。
倘若自以为身居高位，便悖礼辱士，将失所依托，
最终丧失 其 政 治 地 位。《周 书》卷 三 十 三《王 悦 列
传》:“王悦，字众喜，京兆蓝田人也。少有气干，为州
里所称。太祖初定关陇，悦率募乡里从军，屡有战功。
四年，东魏将侯景攻围洛阳，太祖赴援，悦又率乡里千
余人，从军至洛阳。将战之夕，悦磬其行资，市牛飨战
士。及战，悦所部尽力，斩获居多。以仪同领兵还乡
里。悦既久居显职，及此之还，私怀怏怏。犹凌驾乡
里，失宗党之情。其长子康，恃旧望，遂自骄纵。所部
军人，将有婚礼，康乃非理凌辱。军人诉之，悦及康并
坐除名，仍配流远防。”瑏瑠当王悦厚待乡兵，即能克敌
制胜，政治地位也随之跃升。但是一旦非礼凌辱，大
失士心，便实质上失去了政治资本，顿时虎落平阳，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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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剥夺权位，任意处置。一家如此，一国宁异! 《北
齐书》卷二十四《杜弼列传》: “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
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 ‘弼来! 我语尔。天下浊
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
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事事衣
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
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
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尔宜少待，吾不忘之。’”①高欢
比较东魏( 北齐) 、西魏( 北周) 、萧梁三国立国之本，
以己立国之本在武力征战，征战必恃勋贵卖命，欲勋
贵卖命则只能纵其掠夺万民，可谓立国以民为敌，宜
乎其先亡。
当世族以家财赈赡乡党，将使得两者超越血缘与
一己之私，结为一地缘性组织。《南齐书》卷二十八
《刘善明列传》: “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
有积粟，躬食 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
其家田为‘续命田’。”②谷川道雄认为，“续命田”的称
呼表明，此土地已经超越了刘氏私产的范围，而成为
刘氏与乡人精神性结合的物质表现。超越并将物质
利益提高到精神追求的水平，乃是总体掌握乡党社会
的途径。贵族超脱名利的态度，使其与家族、亲戚、知
己乃至士大夫同僚的连带成为可能，同样的理由对于
乡党社会也是适用的。物质层面必须上升为精神的。
只有如此，人间社会才能以其共同体的本来面目，作
为家族、宗族、乡党、士大夫社会、王朝等形式而被现
实化。而且，这个共同体社会的主宰者，又必须是这
种精神之自觉的中坚人物亦即贵族，贵族就这样地成
为人间社会之总体的支配者。③ 这一地缘共同体模
式，在魏晋南北朝胡汉交融之际，还成为民族融合的
重要方式。陈寅恪指出: “血统、地区都在变化，而所
谓某族人，往往不是依据血统，而是依据地区。一个
地区居住着很多种族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主要的，这
个地区所有的种族，便以此主要种族的名称为自己的
名称了。鲜卑即是如此。”④尤其是西魏北周之立国，
卒开隋唐盛世，其关键即在于“关中本位”。陈寅恪
曰: 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
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
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苏
绰本关中世家，适值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
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
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
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
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质言之，苏氏之志
业乃以关中地域观念及魏晋家世学术附合鲜卑六镇
之武力而得成就者也。⑤
当世族与乡党结合，再招致流人，加以组织训练，
便会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退可保境安民，进可影响
政治格局。《北史》卷三十六《薛辩列传》: “薛辩，字
允白，河东汾阴人也。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
国筹略。符坚如河东伐张平，自与数百骑驰至强垒
下，求与相见。强使主簿责之，因慷慨宣言曰: ‘此城
终无生降之臣，但有死节之将耳!’”⑥符坚之亡，其一
主因即北部未靖，后方不固，是以淝水一败，叛臣遍
地，终致身死国灭。而薛强以一族之军，影响及于符
姚慕容拓跋诸氏之兴亡陵替，可谓壮哉。高欢( 北齐)
势力的兴起，与河北大族的支持密切相关。《文苑英
华》卷七五二唐朱敬则《北齐高祖论》论高欢之兴由大
族推戴曰:“当时赵魏之豪，有高虔邕、高敖曹、封隆之、
李元诚、卢文伟、崔祖禽等尽其死力; 盖代之杰，有尉
景、段荣、彭乐、窦泰、匹娄昭、薛孤延等共其奔走。”⑦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守令”条指出，明末地
方治理已至罢极: “夫辟官、莅政、理财、用人，郡县之
四权也。而今皆不得以专之。是故上下之体统虽若
相维，而令不一……是以言莅事而事权不在于郡县，
言兴利而利权不在于郡县，言治兵而兵权不在于郡
县，尚何以复论其富国裕民之道哉!”⑧之所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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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因为权归于上: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
也。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
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
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
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是故天下之
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
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
而延国命乎?”①救之之道则是:“必也复四者之权，一
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
各得其业矣。”②如何复四者之权呢? 顾炎武《郡县
论》云:“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③
四、乡 谊
隋唐君权既强，于是君权便谋求裁抑家族势力。
科举正是将选人之权纳入皇权掌控。宋初殿试制度
的建立标志着皇权对于科举选士权的完全掌控。另
一方面，则是爵尊于族原则的确立。于是，虽然世家
大族仍然可以仕至高位，但必须经由科举铨选循序迁
转等等程序，而不再如六朝之时可以单纯凭借家族门
第。科举所带来的爵尊，彻底破坏了世族的宗法制，
使得仕进为官者日益个体化，亦即其家族逐渐不再成
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股力量。世家大族的消失是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此前，大量底层民众被吸纳
到世族田庄之中，于是世族成为国家政权( 皇权) 与乡
村社会的中介: 对上，世族既可以凭借世传经学从道
德上批评皇权，也可以依仗其家族实力在现实政治中
钳制皇权; 对下，则可循抚乡民，结成一自治之共同
体，民赖以全活于乱世。世族消失之后，国家政权落
入出身寒微的职业军人集团之手，乡村社会则为新兴
土豪所掌握。于是国家分裂，横则藩镇割据，朝廷( 或
中原王朝) 与地方互不统属; 纵则军人武力集团与乡
村土豪无法统合。宋代科举则承担了整合国家与社
会的职责。科举使得基层士人得以进入政府，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朝野沟通; 同时通过将各级官职授予科举
出身的士人，逐渐将原职业军人集团的武夫予以替
换，从而确保国家政权掌握在君主手中。
随着唐代科举日盛，考官与中举考生之间逐渐
“用科举座主门生及同门等关系，勾结朋党，互相援
助”。④ 故而借重科举培植势力，便会在科举之中潜
滋暗流，使“自己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作为做官的
正途，科举及其衍生物与区域、户籍有着密切的联系。
刘希伟指出:“科举制作为‘乡举里选之法’的延续与
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与户籍‘紧密捆绑’的特征……在
1300 年的中国科举史上几乎所有的考生都与分区定
额、原籍应试原则密切相关。”⑤哪怕已至晚清，末代
状元张謇早年冒籍参试，被人勒索，最终只能自首，前
后纠缠三年，“因籍事所负千金之债，则余与叔兄任
之，计尽卖产抵负，犹不足”。⑥ 邱进春统计明代江西
进士数得出: “明代全国有 15 个直省，以进士总数
24595 人均分，每省应该有 1639 名进士; 按照百分比，
各省的平均水平应该是 6． 7%。从考籍的角度看，江
西的 2719 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出 1080 人，在明代全
国进士总数中占的比例为 11% ; 从原籍的角度看，江
西的 3067 人较全国平均多出 1428 人，占全国总数的
12. 5%。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⑦与此相应，江西士
人的仕宦也是极为显赫的。刘仕义《新知录摘抄》云:
“江西一省可谓冠裳文物之盛，而吉安一府为尤最。
自洪武辛亥至嘉靖己未凡六十科，吉安进士七百八十
八人，状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会元八人，
解元三十九人———登第者二十八人。官至内阁九人;
一品六人，赠三人; 尚书二十二人，赠四人; 左右都御
史六人; 得谥二十五人。”⑧这其中固然有人文荟萃的
因素，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居高位者提携同乡以巩固、
扩张势力的因素。如严嵩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号
之为父”。工部尚书雷礼( 江西丰城人) 为徐阶辩护，严
嵩大诟曰:“若非吾里子耶? 何得为他人乃尔!”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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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同籍京官，往往以乡谊相结，甚至公开作为
地方利益的代表面对皇权。《清德宗实录》卷三九三
记载: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乙巳，谕内阁，永定河水势漫
溢，顺直被灾，加恩截留江苏、江北漕米及银两放赈。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中即记: “永定河决，德旨截南漕
十万石赈大兴、宛平、东安、永清灾民，顺直同乡京官
诣西苑门谢恩。”②
同籍京官群体往往共同向中央争取和维护地方
利益。明嘉靖中，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的朱
纨即以打击海上贸易太动真格，为闽浙京官屡次参
劾，被逼自杀，临死前他概然流涕曰: “纵天子不欲我
死，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此后海
禁遂弛。③ 光绪丁丑秋，陕西旱灾，巡抚谭钟麟全力筹
措粮秣转运左宗棠平疆前线，讳言灾情。于是陕西士
绅便求援于陕籍在京任御史者。当时陕籍御史共五
人，其中三原梁经先庚申之变弃官潜逃回籍，乡人皆
薄之。及是，公函遍致四人而不及梁。梁大惭，自念
为六十余老人，而为乡里所不齿，将来退归林下，何以
自安? 乃谋所以晚盖者。因抗疏劾巡抚骄蹇暴戾状，
罗列多款，皆实有证据。会张佩纶闻其事，勃然曰:
“陕灾如是，而巡抚尚沮绅民呼吁，是真欲剿绝陕民
矣!”亟上疏，严劾陕抚。宫廷得此疏，始具知陕灾，乃
寄谕申饬陕抚，令明白回奏。陕抚奉谕大恐，饬各州
县同时办赈。且自知已不为陕人所容，赈事毕，旋移
疾调他省以去。④
五、结 语
返回历史现场，从秦至清的郡县制时代，封建、世
族和乡谊因素成为皇权和民权之间的重要一环，这种
基于地域认同、乡风民俗，尤其是区域共同利益而形
成的组织成为双轨政治中上通下达的中介。从汉代
的封建、魏晋南北朝的世族到唐宋元明清的乡谊组
织，我们探寻到实现费孝通双轨政治中自下而上的政
治轨道的重要力量。以往被费孝通及其他学者所强
调的中国乡绅，作为一个阶层，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具体作用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封建、世族和乡谊组织依靠国家正式制度而存
在，但正是基于对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这一具体机
制，一方面，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权力进行规训，使之
成为建立和巩固皇权的力量和途径; 但另一方面，对
于被纳入正式制度中的非正式权力的拥有者而言，他
们也由此获得了权力的公开性，进而可以运用自身的
权力对正式制度进行非正式运作，从而对皇权构成一
定程度的消解与扭曲，在客观上阻隔了皇权对于民权
的直达。
由此，回到费孝通对古代中国权力关系和社会结
构的思考。他敏锐地把握并总结了中国古代权力关
系的双轨机制，揭示了地方社会内部国家与地方权力
的复杂关系及其运作。他未及充分论证自下而上的
政治轨道在古代中国社会如何具体发挥作用，而这一
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权力关系尤为关键。
在费孝通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尝试运用史料补充自下
而上的政治轨道在历史上的具体运作，以期引起更多
的相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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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ocal to Center: Local Power and Its Fun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 Ｒethinking on the Double Track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Fei Xiaotong
Zhou Dandan1 Li Ｒuohui2
( 1． School of Society and Human Beings，Xiamen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ion“Double Track Political System”by Fei Xiaotong describes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local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ei Xiaotong emphasizes that the imperial
power is suspended at the gate of county government office． And at the county level，the Chinese gentry cla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mediate between the center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people． To some extent，Fei Xiaotong
fail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local power negotiate with the imperial power and to achieve their goal．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argue that fengjian，shizu and xiangyi，as local power organiz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manipulates
and transforms the official institution to obtain their own goal． Thus，the imperial power cannot directly reach
everywhere in local society，and local power can obtain their own benefits to some extent． To conclude，the political
track of local power to center exi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practice，and as we show in the article，through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fengjian，shizu and xiangyi，the operations of double trac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s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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